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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龙山文化研究的态度与方法

———兼谈杜香文等著《石家庄之根———封龙山》一书

吴 秀 华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２４）

　　摘　要：封龙山文化研究是石家庄地方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杜香文等合著的《石家
庄之根———封龙山》一书，对此有开创之功。然而该书存在一些常识性错误，反映了封龙山文
化研究中，研究态度与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只有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才能产生高品位的
著述，夯实封龙山文化研究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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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龙山是距离石家庄最近的一座名山，由于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故而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成
为一块研究的新热土，也成为一个旅游的热门去
处。《石家庄之根———封龙山》（以下简称《石》）一
书，便是在此背景下产生（该书由河北科技出版社
于２０１２年８月出版）。该书以封龙山为中心，就
封龙山名称的由来，封龙山所在郡治的变迁，封龙
山的书法碑刻艺术，封龙山儒、释、道文化遗存，历
代名人吟咏封龙山的诗文，封龙山一带发生过的
历史事件，出现过的历史人物等问题，进行了全方
位的疏理和考论。应当说，这是石家庄地方文化
研究中，一件特别值得称道的事，有开创之功。由
于石家庄建城较晚，一直被人冠以“文化沙漠地
带”的称呼。本书的出现，使我们深切感受到石家
庄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可以预料，《石》书必
将在今后石家庄地方文化建设和研究中占据重要

位置。
在充分肯定《石》书价值和重要地位的同时，

我们也不得不指出书中的一些问题和瑕疵。笔者
认为，在地方文化研究中，尤其要讲究一个“信”
字。只有提供给人以信史，才能增强地方文化研

究的厚重感和说服力。否则，想当然和戏说的做
法，只能使地方文化研究变得轻飘飘无足轻重。
基于此，本文结合《石》书，就封龙山文化研究的态
度与方法，略抒己见。一来求教于《石》书的作者
和方家，二来以此说明态度严谨和方法科学的重
要性。

　　一、封龙山文化研究的态度

对封龙山文化进行研究，其态度必须是严谨
的。封龙山海拔不高，又近在咫尺，一些人经常来
到封龙山，他们登上山顶，四处眺望，可见山下方
圆十几里的村庄和田野，一切尽收眼底。这种习
惯性的登临，使一些人对封龙山产生了轻蔑之感，
以为不过如此而已。人们对待高山，有高山仰止
之感，那是因为高山之高征服了我们，我们油然而
生崇敬之情。人们对待封龙山，则没有这样的感
觉，就是因为封龙山矮的缘故。矮使得封龙山变
得平易、亲切，但它的平易和亲切，却反而成了人
们蔑视它的由头。这不能不说是封龙山的悲哀。
反映到学术研究上，人们对待昆仑山的态度，与对
待封龙山的态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心里接受等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２５
作者简介：吴秀华（１９６３－），女，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及地方文献。
本文信息：吴秀华．封龙山文化研究的态度与方法［Ｊ］．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９（４）：３４－３９．

第９卷　第４期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９　Ｎｏ．４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ＴＩＥ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Ｄｅｃ．２０１５



级。这种心态的产生，对我们这些虽近在咫尺，但
毕竟还没有置身其中的人来说是如此，对那些置
身其中，整日与研究对象相伴的人来说，更是如
此。一些人对近在眼前，或置身其中的事物，往往
会以大包大揽的态度，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其实，
在他们的言谈里，多存在漏洞和错误。这是因为
在研究态度上，这些人不仅矮化了物理意义上的
山，也矮化了学术意义上的山，以为那是他的身边
之物，可以任由他来揉捏塑造。而这种由我“塑
造”的心理，也不由自主地会使他“塑造”其他的人
与事。对此，《石》书中的下列例子，堪作证明。
第一，《石》书第４４页，有如下一段话：明代，

洪武三年，其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建文二年，朱
棣与大将耿炳文北伐，在滹沱河正定一带与元朝
的军队来往厮杀，然后攻打北平，这就是民间所传
“燕王扫北”。

“燕王扫北”，是民间俗称，在学界和民间有两
种理解。一种指燕王朱棣奉命北伐，扫除元朝残
余势力。一种指燕王朱棣发动的，旨在扫除建文
帝身边奸佞的所谓“靖难之役”。比如评书家单田
芳所说的《燕王扫北》，即指后者。然无论是哪一
种说法，上面所引的这段文字，都存在明显错误。
首先，建文年间时，朱棣和耿炳文分属于两个

不同政治阵营，耿炳文是建文帝派去镇压朱棣的，
他们二人不可能协同北伐，去攻打元朝军队。
其次，在滹沱河正定一带，来往厮杀的是朱棣

与耿炳文之间的军队，并非朱、耿联军与元朝军队
作战。查《明史》卷四《本纪第四》“恭闵帝”可知，
“（建文元年）八月己酉，耿炳文兵次真定……壬
戌，耿炳文及燕兵战于滹沱河北，败绩，李坚、宁
忠、顾成被执，炳文退保真定。燕兵攻之不克，引
去。”显然，耿、朱之间战斗激烈，耿炳文战败，退守
真定城内。而朱棣在攻之不克的情况下，放弃攻
城，转而到其他地方寻找战机。
复次，朱、耿之间的交战，发生在建文元年八

月，而非建文二年。这些在《明史》“恭闵帝”本纪
和成祖本纪里，都有明确记载。
第二，《石》书第４４页，关于《金瓶梅》著作权

问题。《石》书称，《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
声”。众所周知，在所有《金瓶梅》版本中，其署名
都是“兰陵笑笑生”，“生”非“声”。除此之外，作者
对《金瓶梅》内容的介绍，其用语也很不恰当。如
第４５页的这段话：书中假托宋代，实际写的就是
明代晚期。书中从社会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官吏、

城乡豪绅，以及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都有非常鲜
明的形象。（本段的标点断句，笔者略有增改。）
本段中的“人民群众”一词，是个具有鲜明时

代特征和政治含义的词汇，特指那些有选举权和
被选举权的人群。不要说封建时代皇权政治下的
百姓不能称人民群众，就是当代触犯了法律，被判
刑入狱，失去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也不能称
之为人民群众。语言不仅有阶级性，更有时代性，
后人研究前人著述，切忌想当然地用今天的习惯
用语，套在前人身上。否则，就会显得不伦不类，
时空界线不明。即使退一步讲，封建时代存在一
般意义上的人民群众，但《金瓶梅》中的奴仆小厮
等下层人物，一个个寡廉鲜耻，蝇营狗苟，奴性十
足，有哪个堪配“人民群众”这个词汇？
第三，《石》书第４６页：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

极领兵入关，建立清朝，皇太极死，其儿子即位，就
是顺治皇帝。
众所周知，皇太极死于１６４３年８月，而明朝

于１６４４年３月灭亡。清朝定鼎北京，时间在

１６４４年５月，由多尔衮率先进入北京，至９月，顺
治帝福临才由关外到达北京。可见皇太极并没有
“领兵入关，建立清朝”。何况，清朝并非入关后建
立，其建立，时间在１６３６年，皇太极在沈阳称帝，
建国号大清。
第四，《石》书第４６页又称：“康熙主持编写了

《古今图书集成》，乾隆主持编写了《四库全书》，并
把《红楼梦》收入书中。”
首先，康熙并未主持编写《古今图书集成》，主

持者是清代著名学者陈梦雷。该书初名《汇编》，
进呈康熙帝御览，康熙赐名为《古今图书集成》。
我们不能因康熙赐名，或者因他官大位高，该书成
于他当政时期，就称该书由他主持编写。
其次，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并没有收入

《红楼梦》小说。《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
类”，收入的都是杂事、异闻、琐语类著作，相当于
后世所称的野史笔记类著作。不收通俗小说，与
总纂官纪昀的小说观有关。纪昀崇尚真实，贬斥
虚构，对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燕昵之词，媟狎
之态”表示不解，认为蒲松龄当时并未在场，怎么
知道别人的房中情事呢？崇尚真实的纪昀，怎么
会将虚构的《红楼梦》小说，收入到《四库全书》中
呢？所以《石》书中的说法完全莫名其妙。
第五，《石》书第１４２页，关于白朴的叙述：“元

军攻陷开封，白朴和母亲与父亲失散，跟随元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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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京城。北上过黄河乘船时，因人多拥挤，母亲
落水而亡。八岁的白朴跟随元好问回到山西，一
直受到元好问的培养和教育。”
首先，白朴母亲的下落和结局，现有史料并无

明确记载，仅白朴好友王博文在《天籁集序》中称：
“明年春，京城变，遗山随挈以北渡，……自幼经丧
乱，仓皇失母，便有山川满目之叹。”后人对白朴之
母下落和结局的描述，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１）“在这次战乱和变动中，崔立劫掠了不少
王公大臣的妻女献给蒙古军队，白朴的母亲也在
其中。”———张炯、邓绍基、郎樱总主编，杨镰本卷
主编《中国文学通史》第４卷 元代文学“白朴的生
平和创作”。

（２）“白朴幼年遭遇金亡变故，金都城陷落，白
朴母亲被蒙古军掳去。”———于非主编，王树芳、
傅治同、别廷峰副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第４版下。

（３）“白朴的母亲张氏，或被掠入军中，或死于
这场浩劫之中，前者的可能性较大，但被掠致死，
也合情理。”———邓绍基著 《古典戏曲评论集 》。

（４）“蒙古军围攻汴梁，白朴的母亲死于战乱
之中。”———兰翠、杨滨著《中国古代文学经典选
读 》。
以上各种说法虽然都是推论，但白朴之母或

被掳，或横死，或被献，都是人们依据当时情势，做
出的较为合理的解释。而《石》书中称白朴之母，
“北上过黄河乘船时，因人多拥挤，母亲落水而
亡”，这种说法就太过具体了。除非亲眼所见，或
有专门资料进行了记载，后来研究者是不能做出
如此推论和描述的。如果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就
必须指明此说法的出处所在。细节决定真实，如
果没有交待出此说法的理由和出处，便是虚构事
实，给人以不严肃的编造之感。
其次，“八岁的白朴跟随元好问回到山西”，这

种说法也明显错误。据元好问《南冠录引》、《济南
记行》等文章记载，金亡后，白朴跟随元好问到达
了山东聊城。他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此地
是元朝政府羁押金朝官员的地方，可见此时元好
问处于被羁管的状态。后元好问摆脱羁管，迁于
山东济南、冠县等地，直至１２３７年，得知白华北返
真定时，才将白朴姐弟送到了白华身边。期间，白
朴和元好问并没有一起“回到山西”。
第六，《石》书第１４３页：“因为白朴此生此世

大都跟随元好问生活在一起，即使得知其父在元
朝大都做官，也没有跟父亲居住。”

此种说法，可谓信口开河。首先，白朴此生此
世并没有“大都跟随元好问生活在一起。”他与元
好问在一起的时间，主要是从１２３３年起，到１２３７
年结束，流寓在山东的数年时光。其次，就是白朴
在封龙书院学习期间。然这种学习，并不能称之
为“生活在一起”。事实上，白华回到真定后，白朴
就与其父亲生活在一起了。王博文在《天籁集序》
中称，元好问每过真定，必问白朴为学次第，这显
然表明二者并不生活在一起，否则也不会向人询
问白朴的学业名次如何。白朴二十二岁娶妻，二
十五岁开始漫游各地，曾两游大都，到过顺天保
定、安徽寿春、江西九江等地，最后又长期定居于
金陵。而元好问任教封龙山期间，也多次远赴外
地，参与政治活动。如与张德辉远赴上都，请忽必
烈为儒教大宗师。应严实、严忠济父子之请，赴山
东东平考核儒生等。其足迹，遍及冀、鲁、晋、豫等
地。应当说，白朴与父亲再次相聚后，他与元好问
之间，便走上了各自不同的生活轨迹。１２５７年，
元好问逝于鹿泉寓舍，他的学生郝经，将其灵柩辗
转运到了元好问家乡秀容安葬，史料中并未记载
白朴参与了此事。
其次，白朴之父白华并未在元朝做官，又何来

“即使得知其父在元朝大都做官，也没有跟父亲居
住”这种说法呢？白华原是金朝高官，金亡时，随
金哀宗出奔河南归德，后金哀宗死，白华在河南邓
州降宋，被任命为均州提督。因原金朝官员范用
吉杀均州长史投降蒙古，白华也随之投降了蒙古。
不久，白华北返真定，依附史天泽，虽然得到了被
举荐的机会，但当时有人指责他“夙儒贵显，国危
不能以义自处”，更兼“从瑷归宋，声名扫地”①的

舆论存在，使得白华最终未能得到出仕蒙古政权
的机会。从此他卜筑滹阳，课子读书，过起了隐居
生活。这些在《金史·白华传》等史料里，都有明
确记载。所以，白华既没有在元朝做官，而白朴也
是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因为“父子卜筑于滹
阳”②的史料记载，证明白华北归后，与其子女生
活在一起。
此外，本书还有一些人名方面的错误。如第

５０页，藁城人“何基沣”，本书写成了“何基峰”。
第１４３页，《录鬼簿》的作者是钟嗣成，本书写成了
“梁嗣成”。所有这些，都说明作者的著述态度，有
失认真严谨。一部书存在诸多瑕疵，即使它在其
他方面有真知灼见，恐怕也会令人生疑，其可信性
和著述品位将大打折扣。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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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上的丰碑，不仅需要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更需
要严肃认真的敬畏态度。这是需要我们铭记的。

　　二、封龙山文化研究的方法

研究方法是个专门的学科领域，这方面的文
章和著作很多。例如秦伟、吴军著《社会科学研究
方法》、仇雨临、何凡兴著《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赵
敏俐著《文学研究方法讲义》、梁启超著《中国历史
研究法》等等。此类著作，既有普遍意义上的笼统
归纳，也有专门领域里的细致雕镂。研究方法没
有好坏高低之分，也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别，最恰当
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方法的采择和运用，完
全取决于研究对象的面目如何。目前，就封龙山
文化研究来说，方法的采择固然重要，然更重要的
是确立研究对象，因为方法即由研究对象来决定。
就研究对象而言，“封龙山文化”是个既具体，

又比较虚的概念。说它具体，是它限定在封龙山
有限的区域内，看得见，摸得着；说它虚，是“文化”
的含义太广，使人有摸不着头脑之感。我认为封
龙山文化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是它的碑刻艺术。封龙山上的汉碑，着实

是个值得研究的富矿。几通重要的碑刻，包括《祀
三公山碑》（存石碑实物）、《三公御语山神碑》、《封
龙山颂碑》（存拓片）、《三公山碑》（存拓片）、《无极
山碑》、《八都神庙碑》、《白石神君碑》（存石碑实
物），这之中的现存碑刻和拓片，值得我们细细品
味和鉴赏。眼下许多人之所以对它只碰触而未介
入，是因为这个研究对象实在博大精深，金石之学
是个特别讲究功底和涵养的专门之学，以我们目
前自身的知识储备而言，尚不足以与之匹敌。封
龙山上的汉碑，是封龙山文化研究中的硬骨头，也
是最具历史和文化厚重感的领域。几通汉碑上的
每一个汉字，其一撇一捺，笔势变化和流动，反映
了汉字从篆到隶的演化过程，是汉字演化的活化
石。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翁方纲、康有为、
吴昌硕、齐白石等人，要一睹或临摹这之中的汉碑
了。另有来自天津、日本的专家学者，亲赴封龙
山，揣摸考察这几通汉碑，实在是因为它们蕴含着
汉字演化的诸多信息，具有巨大的文化和艺术价
值。上面几乎每个汉字的样态和演化，都可撰写
成文，对中国书法史、汉字学将贡献巨大。尽管难
啃，但封龙山文化研究，这几通汉碑是绕不过去
的。否则便是凑凑合合、虚头巴脑的浮光掠影了。
对汉碑的研究，杜香文先生著有《元氏封龙山汉碑

群体研究》一书，做了荜路蓝缕的开拓工作。但他
的研究，仍属于外围性质的整理工作。只有从字
源学角度追踪觅迹，给每个汉字以着落，方能对得
起这几通汉碑。此外，古人有名垂青史的浓厚意
识，将重要活动和思想刻于石碑上，既可作为思想
和行为的见证，也可传之后代子孙，以便效法。
《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说明祭祀活动
在古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封龙邑作为汉代石家
庄地区的“首府”，祭祀活动频繁，这些碑刻，即印
证了汉代封龙邑地区，人们祈雨禳灾，对龙王和山
神的崇拜与敬仰。可见这些汉碑，具有文字学、历
史学、艺术学的多重价值。笔者前些年在封龙山
龙泉寺，发现一通元碑，碑文作者是白朴同学、元
代翰林学士、鹿泉人王思廉。碑文上记载了元代
大诗人元好问，在封龙书院教书期间，当地士绅张
奉先、王思廉之父等人，“陪遗山先生会饮于斯”的
情景。可见封龙山上的碑刻，不止汉碑重要，其他
碑刻也值得收集研究。
二是封龙山上的宗教文化。封龙山是宗教名

山，有四大禅林、三大石窟、两大道观。这些都是
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需要给予充分探讨。在王
思廉所撰《龙泉院营建记》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述：
“金大定二年（１１６２），以恩例得今名，废于国初有
年矣。岁庚子（１２４０），同知西宁州事张公，洎乡豪
裴宽辈，始具疏迎至雪溪颢公为第一代。师讳文
颢，何其姓，冀之武邑人，‘雪溪’其自号也。落发
于崇圣，宣讲主得法于石槽升。公出世住石槽，退
席居此。稍营葺之，未毕而没。法子圆慧、圆鉴成
师之志，以营建为己任，勤苦无惮，化诸有缘，使知
信舍。积以岁月，为殿、为堂、为门、为龙洞、为方
丈、为厨库、为僧房，而寺事始备……大德四年
（１３００）龙集庚子秋九月壬寅朔记。”③这段话可称
是封龙山龙泉寺佛教事业兴废的小史，有重要的
文献价值。类似的文献，需要我们以慧眼、以坚
韧，去发现和挖掘，以期成就封龙山佛教史、道教
史的课题研究。
三是与封龙山相关的名人著述的研究。如李

冶的数学成就，元好问的诗歌理论，张德辉在真定
一带的治绩。另有汉唐时期，对封龙山文化锻造
卓有建树者，李躬、郭震、李昉、张著等人，他们中
的某些人著述宏富，值得以封龙山为切入点进行
研究。说到以封龙山为切入点，有人狭隘地以为，
他们的著述或诗文里，必有“封龙”二字才行，这是
一种固步自封的观念。所谓以封龙山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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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以封龙山为磁石，把这些与封龙山有交集的
人、事、物、情，吸纳到一个大的封龙山文化研究的
范畴里。在此基础上，可出版封龙山文化研究丛
书，扩大封龙山文化研究的影响力和辐射面。
四是封龙山一带民俗和民间传说的挖掘与整

理。常言道，山民好神，河民好鬼。神之凛凛，如
矗立之高山；鬼之出没，如波涛之起伏。封龙山地
方文化千年流传，这之中沉淀出一些规律性的文
化现象，值得收集和挖掘。笔者认为，封龙山文化
研究是个开放的体系，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应当充
分利用当地人文资源，将这样的课题，交由元氏当
地人文学者承担。既培养人才，也锻炼队伍。
针对以上四个方面的研究，就方法的选择而

言，各有不同。有的需要田野调查，有的需要历览
史料，文史互证、对比分析、演绎推理等等，都是文
学和历史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必须依据研究对象
之不同，做出恰当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在地方文化中，往往存在一些

似有若无，似是而非的说法、传说等。对这些传说
和说法，笔者在此引入胡适的研究方法。他在谈
到治学方法时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要
大胆地提出假设，但这种假设，还得想法子证明。
所以小心的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者否定假
设，比大胆的假设还更重要。”④胡适这段话，主要
针对那些不能确定的观点或事实。这尤其适用于
对民间传说的研究。民间传说尽管是“传说”，然
这种“传说”一旦落到实处，就须有过硬的理由和
依据为支撑，否则便会成为喧嚣一时的自娱自乐，
得不到响应和赞同。

《石》书中有两处大胆假设：一是第４４页，《金
瓶梅》作者是赵南星的说法；二是第６７页，梁山伯
与祝英台故事发生于封龙书院的说法。前一个说
法已经有人专门谈过，最早提出者是清人宫伟谬
（见《春雨草堂别集》卷七《续廷闻州世说》），后来
《中华文史论丛》１９８５年第４期，又发表了王勉
《赵南星与明代俗文学———兼论〈金瓶梅〉作者问
题》一文，该文提出“《金瓶梅》很可能是赵南星在
他一班朋友如吴昌期、徐新周、王义华等人协助下
完成”的。王氏从“欣欣子序”及书前“开场词”入
手，认为它们和赵南星有密切关系，进而认为赵南
星在许多方面“都是很合适的人。”对前人已有研
究，后人在研究时，一不能埋没前人的贡献，二不
能重复研究。尤其不能避重就轻，只下结论，没有
求证。如《石》书第４５页，第四条理由，称“最能代

表作者籍贯的，是本书中运用的方言土语。本书
作者发现书中多处方言土语为石家庄南部一带所

独有。”对此，我们要问：《金瓶梅》中哪些方言土
语，是石家庄南部一带所独有？作者这种含混一
带而过的做法，使其结论如空中楼阁，难以令人
信服。
关于梁祝故事产生地问题，目前已有多种说

法。笔者认为，一种新说法的出现，必须有切实的
材料足资证明，否则这种争产地的热闹不必参与。
对一般民间传说，我们可不必计较其真假程度如
何，但对封龙山的梁祝传说，却须计较一二。首
先，梁祝故事家喻户晓，他们是历史文化名人，故
事的产生地多在南方，封龙山冒出一个产地之说，
会令人生疑。这就有必要拿出过硬的证据，否则
便有炒作之嫌。其次，即使不能消除众人疑虑，也
要有足资成一家之说的材料，方可见严肃认真的
态度。目前，梁祝的史志记述，仅见于《元氏县志》
（崇祯版）“陵墓”、“吴桥古冢”中的两条简略文字
记载。然志书的作者，也不能肯定是否即为梁祝
之墓，其用语仅为“相传”二字。后人拿这些材料
作为定论的依据，显然是不充分的。此外，曾在封
龙书院学习的白朴，撰有《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杂
剧，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就在封龙
山。当然，《元氏县志》的记载，并非毫无意义和价
值。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即使梁祝之墓真的出
现在元氏县，也并不能证明梁祝故事就发生于此。
就好比全国各地建有许多关帝庙，但并不说明关
羽就是那里的人，他的故事发生在那里。它只证
明了传播学上的一个定律，即一个箭垛式的人物
或故事，容易在不同地区落地生根，受到朝拜或纪
念。这也可解释各地为何出现这么多梁祝遗迹的
问题。在这些遗迹里，必有真有假，这时，傍证资
料的过硬性，便显得尤为重要。前人在论证一个
事实时，讲究地上资料与地下文物相呼应，主体资
料与傍证资料相关联，实物年代与相传年代脉络
清晰等要素，我们也应遵从这样的科学论证观念。
《元氏县志》中的梁祝文字记载，还暗含着一个值
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一个可能发生在南方某地的
爱情悲剧故事，为何竟流播于相对闭塞的山邑元
氏，是什么样的机缘，达成了这样的事实？这是需
要后人考论的。
国内对历史名人产地多有争抢现象，现象背

后大多另有名堂。反映出名人究竟在哪并不特别
重要，以此为由头的旅游经济才更为要紧。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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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抢现象，往往使一些人的学术研究，溢出了单纯
真相的追求，变成了迎合地方人物需求和喜好的
工具。这是拜金主义对地方文化研究的侵蚀，我
们应引以为戒。

总之，封龙山文化研究，应秉持严谨科学的态
度，扎实有效的方法，将其研究推向深入。只有这
样，才能使地方文化研究产生高质量、高品位的成
果，为子孙后代留下经得起考验的信史。

注　　释：

①见《金史》卷１１４《白华传》，第２５１３－２５１４页。

②王博文《天籁集序》，载王文才《白朴戏曲集校注》之《天

籁集编年》，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２３７页。

③王思廉《龙泉院营建记》碑文，见于吴秀华发表于《文

献》杂志２０００年第４期《元好问在真定路行迹一则》一

文，第９１－９２页。

④胡适《胡适读书与做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２０１３年，

第１１２页。

Ｔｈ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ｃｈｅｓ　ｏｆ　Ｆｅｎｇｌｏｎｇ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ｏｆ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Ｆｅｎｇｌｏｎｇ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ＷＵ　Ｘｉｕ－ｈｕ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ｅｂｅ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０５００２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ｅｎｇｌｏｎｇ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ｏ－
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ｏｆ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Ｆｅｎｇｌｏｎｇ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ａｕｔｈｏｒｅｄ
ｂｙ　Ｄｕ　Ｘｉａｎｇｗｅｎ　ｅｔ　ａｌ．ｉｓ　ａ　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ｇ　ｗｏｒｋ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ｗｈｉｃｈ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
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ｌｙ　ｗｉｔｈ　ａ　ｐｒｕｄｅｎ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ｃａｎ
ｗ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ｎｇｌｏｎｇ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ｆｅｎｇｌｏｎｇ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９３　第４期　　　　　　　　　　吴秀华：封龙山文化研究的态度与方法


